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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

郭海红

摘 要: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

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

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

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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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总产出不断增长,但粮食自给率并没有明显提升,与此

同时,农业从业人员日益减少,耕地面积不断缩水,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压力。长期以来,为缓解农

业发展压力,对水、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边际产能过度开发严重,农业生产赖以存续的资源环境的

承载力日趋下降,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通过增加要素投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

以持续,农业发展需要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经济由快速增长

转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1]。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并不高,依

赖于要素投入增长的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性改变,如何鼎力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农业高质量

发展阶段需解决的枢要问题。而资源要素错配会引致资源逆效率而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

阻滞。
近年来,网络和智能手机快速普及、电商渠道下沉等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①明确提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方案,202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

调大力推进、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物质条件加持政策红利,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快速推进。

2020年,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已达到22.5%[2]。数字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将数字经济新范式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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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传统生产组织方式有机结合,那么数字乡村建设能否成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助推

器? 数字乡村建设能否通过缓解农业资源要素错配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其作用机制是

怎样的? 此外,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迥异,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 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为有效释放数字乡村建设效能,促进农业经济

提档升级,打造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宏观层面,主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强调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建设的作用,认为农业信息化

建设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以人力资本为门槛[3],数字乡村建设依附的数

字技术具有正外部性和低成本传播性,因而既有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外溢效应[4],随着区域的变

化,其作用效果由东向西逐渐降低。中观层面,主要基于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认为数字乡村建

设既可以促进产业兴旺,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5],还可以促进农村消费升级[6]。随着数字乡村建设

程度的不断提升,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技术效率的耦合度不断提升,并呈现东、西明显差异的空间

分布特征[7]。微观层面,主要基于农户的数据分析,认为农业数字化可以明显提升农户的全要素生

产率[8]。
(二)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资源要素错配的研究

资源要素错配是相较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自由流动实现有限资源投入获得最大化产出的 “帕
累托最优配置”的一种偏离状态[9]。因市场机制、制度政策、资源禀赋等差异,区域间[10]、城乡

间[11]、行业间[12]的资源要素错配成为研究的热点,数字经济具有的强渗透性、广融合性、可替代

性等属性特征被普遍认可,通过降低信息探寻成本[13]、打通要素流动藩篱[14]、激活传统要素活

力[15]、重构产业结构[16]等方式促进资源要素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乡村建

设能否缓解资源要素错配目前悬而未决,不少学者从城乡差距[17]、农民收入[18]等方面探讨了数字

经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也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对农业资源错配存在门槛效应[19],而且农业资

源要素众多,要么侧重于劳动力资源错配,要么集中在资本要素错配,抑或聚焦于土地资源错配,
而多点关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资源错配影响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三)关于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枢要原因在于资源要素错配[20]。学界从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微观企业

等多个层面对资源要素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剖析与实证检验。资源错配会显著抑制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21],抑制经济高质量增长。倘若制造业领域的劳动力和资本错配有效缓解,则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10%以上的增长潜力[22]。企业、产业、区域之间的资源错配对全要素

生产率起到了约束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可以一定程度上消纳资源错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23]。在农业领域,若可以消解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程度会达20%以上[24]。可见,学界关注农业资源要素错配,聚焦于农业资源要素错配对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匮乏,更忽视农业投入要素和配置方式的差异。
综上,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存在一定不足。第一,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评价体系框架还没有共

识性认知,处于探索阶段。第二,受限于数字乡村建设提出的时间不长,数字乡村建设在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机制不明确,忽视资源要素错配的影响。第三,轻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方面。其一,构建了融 “数字基

础设施-农业数字化-农村数字化”为一体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乡村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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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评价提供了可参标准和数据支撑。其二,相较于已有研究要么仅关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么仅关注城市的资源错配,却忽视农业资源错配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

可能会高估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效应,而缺失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讨论则会导致对农业经济效应评估

的准确性有失偏颇。本研究基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三个方面,厘清数字乡

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最后,从区域、地理区位、粮食功能区等多个层

面讨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异质性,为区域农业协调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技术和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技

术资源要素禀赋是农业技术变迁的关键驱动源,要素相对价格及可选技术决定了资源要素配置方

式。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快速推进,数字化的信息采集、传输、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技术的使

用成本不断下降,这为农业经营主体采用数字化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农业污染

和碳排放提供了择优路径,因此,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规模经济效应、改变粗放式经

营模式、化解经营分散化难题,可以成为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助推器。
进一步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在绿色技术效率

方面,首先,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加速农业信息流通,打破信息壁垒。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快速获取生

产技术、市场需求、政府政策等信息[25],合理配置要素资源,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绿色

生产效率。依托数字技术能突破城乡、区域间市场信息壁垒,降低信息搜索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其次,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流程。数字乡村建设重点任务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销

售的全产业链数字化运行,通过流程变革带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26],
促进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从绿色技术进步层面,其一,数字乡村建设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升

级。随着5G、人工智能、农业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加速应用,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迭代更

替,农业污染和碳排放随之不断下降[27],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其二,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农

业供应链数据收集与共享。通过与科研院所及农业企业等数据共享,既可以提高农业科技研发的精

准匹配度,也可以提高化肥、农药的有效性,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化技术进步。其三,数字乡村建设

有助于构建互通互联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它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精准性,降低技术学习成

本,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对绿色技术的接纳度,带动绿色技术进步。
此外,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数字基础建设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8],

这直接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进程及成效,而数字乡村建设的层次和水平的不同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助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假设1a: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提升。
假设1b: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
(二)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29]。数字乡村是数字经济与传统农

业农村的有机融合,通过数字经济的替代效应、融合效应、渗透效应、匹配效应可以有效提高资源

要素配置效率,一定程度上抑制农业资源要素错配程度,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按照农

业生产要素三元理论,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错配层面分析资源错配的作用机

制。第一,在土地资源错配方面。土地要素长时间内是以家庭人口规模为分配单位进行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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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不同家庭户间土地经营效率的差异,致使效率与规模不匹配产生土地资源错配。此外,信息

不对称加大了土地规模流转的机会成本,这些因素加剧了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数字乡村建设能推动

土地经营全过程数字化管理,促进土地托管等新型经营模式推广,加快农村土地规模流转进程,一

定程度上抑制土地资源错配[26]。第二,在资本错配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使得资本高度聚集到城市,
导致农村资本错配。根据索托的资本化理论,只有在市场中资产才能资本化。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

字经济在农业农村的不断渗透,打破市场的空间约束,促进农村实体经济与数字虚拟经济融合,激

发了农村闲置资产向资本转化的潜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错配程度。同时可以依托数字普惠金

融等形式引流金融资本到农业农村,改善资本错配情况。第三,在劳动力资源错配方面。城乡及工

农业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叠加户籍、用工等制度的差异致使劳动力资源在区域间和产业间形成错

配。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从劳动力资源的存量和增量两个维度改善资源错配程度。一方面,随着数字

基础设施的广泛延伸、数字通信技术的不断下沉、数字乡村建设的快速推进,农业从业人员的数字

素养也呈阶梯式提高,信息获取和知识技能提升的成本不断下降,农村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化水

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在农业产业链的全面渗透,农业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带动劳

动力与机械动力、数字技术之间进行互补甚至替代,提高农村劳动力增量。此外,数字乡村建设会

直接改变农业生产和投资环境,缩小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促成劳动力引流效应,缓解劳动力资

源错配程度。立足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抑制土地资源错配带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假设3: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抑制资本资源错配带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假设4: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抑制劳动力资源错配带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四、研究设计、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1.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以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为政策蓝本,在朱红根等[30]的研究

基础上,遵循全面性、科学性、数据可得性的原则,构建包含数字基础环境、农业数字化、乡村数

字化三个维度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体系 (如表1所示)。第一,数字基础环境是数字乡村建设

的前提条件,主要通过5G基站数、农村流通设施建设、农用电量情况、数字基地建设水平来度

量,其中,5G基站数代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要件。农村流通基础设施通

过快递投递路线长度表征,一定程度上代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农村用电量可以一定程度上表征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有力支撑。数字基地建设水平

用淘宝村占行政村的比例度量,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的电商平台等数字基地建设水平。第二,农业

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农业生产、销售、流通三个环节的数字化程度度量农业数

字化水平,以全方位度量数字化技术在农业产业链的渗透情况。其中,农业生产数字化程度参考王

定祥等[31]的研究,采用互联网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数并以农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调整来度量,农业数字化规模、农产品数字化交易、农业数字化服务水平用来表征农业销售、流

通、服务环节的数字化水平。其中,农业数字化服务水平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示,以北京大

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侧重于农业数字资本支持服务。第三,农村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

设的成效呈现。主要通过农村生活的数字化程度体现,以农村智能手机普及率、农村互联网普及

率、农村气象观测站数量来度量,可以表征农村在通讯、网络、气象服务等方面的数字化升级程

度。此外,农村气象观测站还可以获取风速、光照、温湿度等气象信息,为农业数字化生产提供第

一手资料。以农村居民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度量农村数字化应用水平。因指标度量标准不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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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权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评价,用dig表征。

表1 数字乡村建设及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数字乡村

建设

数字基础

环境

农业数字化

农村数字化

5G基站数 5G基站总数 个 +

农村流通设施建设 农村投递路线长度 公里 +

农用电量情况 农村用电量/农村人口数量 千瓦时/人 +

数字基地水平 行政村中淘宝村占比 % +

农业数字化生产
利用互联网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数并

以农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调整
个 +

农业数字化规模 第一产业网上零售额/乡村人口数 万元/人 +

农产品数字化交易 电子商务零售额 亿元 +

农业数字化服务水平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

农村智能手机普及率 农村每百万户年末移动电话拥有量 部 +

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 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 元/人 +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

农村气象观测站 农村气象观测站个数 个 +

农业绿色

全要素

生产率

投入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劳动力 农业从业人数 万人 +

土地 农作物播种面积 千公顷 +

农用化肥 农用化肥折纯使用量 万吨 +

水资源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

农业总产值 以2010年不变价格调整后 亿元 +

农业碳排放 根据李波[32]方法测算 万吨 -

2.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农业生产既需要多种资源要素投入,也需要与生态环境保持

协调,在郭海红等[33]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含 “资源-环境-农业经济”为一体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评测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进一步,为克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跨期难以直接比较的约束,
借鉴Pastor等[34]的方法构建全局GML指数测算,并进一步把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分

解为农业绿色技术效率 (eff)和绿色技术进步 (tech)。其步骤如下。
第一,构建全局基准生产可能性集PG。若农业生产需要N 种投入要素x,M 种期望产出y 和

O 种非期望产出b,其生产可能性集p为式 (1):

P(x)=

(yt,bt):∑
I

i=1
λt

ixt
i,n ≤xt

n,n=1,2,…,N;

∑
I

i=1
λt

ixt
i,m ≥yt

n,m =1,2,…,M;

∑
I

i=1
λt

ibt
i,O =bO,o=1,2,…,O;

λt
i≥0;i=1,2,…,I;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ü

þ

ý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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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计算方向距离函数DT
G,见式 (2)。

DT
G(x,y,t)=max{β|(y+βy,b-βb)∈PG(x)} (2)

其中β代表最大扩张或收缩程度。
第三,计算GML指数,见式 (3)。

GMLt,t+1(xt,yt,bt,xt+1,yt+1,bt+1)= (1+DT
G(xt,yt,bt))/(1+DT

G(xt+1,yt+1,bt+1)) (3)

3.资源要素错配指数测度。根据农业生产的属性特点,将农业资源要素错配分为土地资源错

配 (lan)、资本资源错配 (kap)和劳动力资源错配 (lab)三个方面。资源要素错配指数借鉴陈永

伟等[35]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具体公式见式 (4)— (6)。

lan= lani

lan
æ

è
ç

ö

ø
÷

siβni

βn

æ

è
ç

ö

ø
÷ (4)

kap= kapi

kap
æ

è
ç

ö

ø
÷

siβki

βk

æ

è
ç

ö

ø
÷ (5)

lab= labi

lab
æ

è
ç

ö

ø
÷

siβli

βl

æ

è
ç

ö

ø
÷ (6)

式 (4)— (6)中,siβni、siβki、siβli分别代表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源在有效配置时的使用比

例,si 表示i省份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农业总产值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βni、

βki、βli代表土地产出弹性、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均需经过C-D生产函数测算而得。

lani

lan
、kapi

kap
、labi

lab
分别表示i省份土地、资本、劳动力实际使用量占全国使用量比重,土地、资本、

劳动力分别用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资本存量、农业从业人数度量,其中,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永续

盘存法 (PIM)估算[36]。
(二)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构建基准模型 (7),为考察数字乡村建

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在式 (7)的基础上参考Baron等[37]的方法构建中介

效应模型,具体见式 (7)— (9)。

gtfpit=α0+α1digit+α2conit+μi+δt+εit (7)

rmit=β0+β1digit+β2conit+μi+δt+εit (8)

gtfpit=γ0+γ1digit+γ2rmit+γ3conit+μi+δt+εit (9)
其中,gtfpit表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digit代表数字乡村建设水平,μi、δt 分别为个体和

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rmit代表资源要素错配情况,分别指代土地资源错配lanit、资本

资源错配kapit、劳动力资源错配labit。conit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城镇化水平 (urb),用年末城

镇人口/总人口表征;电信发展水平 (tel),用长途光缆里程数表示;农业受灾率 (diz),用受灾面

积占播种面积比例表征;农村道路水平 (roa),用 [(省域公路总里程-高速公路里程-一级公路

里程)/省域面积]×100%表示;财政支农支出 (fin),用地方政府的农林水务支出表征。
(三)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要求,选取31个省域 (不含港、澳、台)2011—2021年的面板数

据,所有原始数据取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各省统计年鉴,对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

充。为规避多重共线性,采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vif和tolerance值均未超过

阈值,因此,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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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gtfp 341 1.207 0.462 0.777 1.538

eff 341 1.037 0.155 0.605 1.737

tech 341 1.158 0.310 0.698 1.898

dig 341 0.718 0.137 0.235 0.861

lan 341 0.204 0.272 0.003 1.332

kap 341 1.107 1.449 0.047 9.531

lab 341 0.957 1.676 0.009 10.540

urb 341 58.640 13.070 22.810 89.600

tel 341 3.182 1.842 0.090 12.540

diz 341 14.270 11.600 0.000 69.590

roa 341 0.858 0.495 0.050 2.170

fin 341 551.600 278.200 91.78 1339

五、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式 (7)进行参数估计,经过LM 检验、F检验及 Hausman检验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见表3。列 (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年

份特征的估计结果,列 (2)为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年份特征的估计结果,列 (3)为加入控制变量

且控制省份特征的估计结果,列 (4)为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年份和省份特征的估计结果,对比发

现,数字乡村建设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系数略有不同,加入控制变

量后的列 (2)— (4)中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健性。
对比拟合系数发现模型 (4)拟合优度最高,数字乡村建设的拟合系数为0.425,且在1%统计水平

上显著,说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证明假设1成立。这说明,

表3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gtfp gtfp gtfp gtfp

dig
0.375*** 0.381*** 0.392*** 0.425***

(0.022) (0.017) (0.031) (0.027)

Controls No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No Yes

Province No No Yes Yes

N 341 341 341 341

R2 0.329 0.435 0.427 0.579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p<0.01,**p<0.05,*p<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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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整合农产品经营体系、管理体系、生产

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带动绿色生产技术普及,降低农业碳排放,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科学

合理建议,故可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二)内生性处理

尽可能详尽地加入控制变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弱化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取固

定效应模型力求降低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变量引致的内生性偏误,但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乡

村建设会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反过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数字

乡村建设水平也可能较高,因而导致双向因果关系,为此,采用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法和工具变

量法处理可能因内生性导致的偏误。

1.滞后一期数字乡村建设。因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具有一定的时滞,故数字乡村建设进行滞后

一期处理 (L1.dig)并运用系统GMM法再检验,结果见表4中列 (1),自协方差(AR(2))检验结

表4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系统GMM IV-2SLS
替换被

解释变量

剔除直辖市、西藏、

青海、宁夏样本

gtfp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gtfp gtfp

dig
- - 0.473*** 0.428*** 0.469***

- - (0.025) (0.015) (0.012)

L1.dig
0.416*** - - - -

(0.021) - - - -

L2.dig
- 0.283*** - - -

- (0.015) - - -

urp
- 0.418*** - - -

- (0.022) - - -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2.618*** 0.529*** 7.419*** 2.168*** 2.269***

(0.024) (0.028) (0.016) (0.123) (0.021)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AR (2) 0.276 - - - -

Sargan检验
32.189 - - - -

[0.528] - - - -

KleibergenPaaprkLM
- - 78.469 - -

- - [0.000] - -

Cragg-DonaldWaldF
- - 537.281 - -

- - {16.38} - -

Hansen-p-value - - 0.987 - -

N 311 280 280 341 264

R2 0.495 0.516 0.542 0.529 0.502

  注:方括号内的数值为p值,大括号内的数值为StockYogo检验在10%水平对应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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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问题,Sargan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系统GMM 拟合

结果具有可靠性。滞后一期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拟合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向,
这说明滞后一期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

2.工具变量法。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互联网技术,而互联网技术是从固定电话线拨

号开始,因此,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高的区域互联网普及率也往往较高[1],而互联网普及率是数

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基于此,选用1998年每万人固定电话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

关性要求;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历史上的固定电话机使用数量

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不存在,达到外生性要求。但因1998年每万人固定电话机数

量属于截面数据,不能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因此,借鉴Nunn等[38]的做法,以1998年每

万人固定电话机数量与上一年城市互联网宽带普及率的交互项 (urp)作为工具变量的度量指标。
另一方面,选用滞后三期的数字乡村建设 (L3.dig)作为工具变量。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持续推进,前期的数字乡村建设为后期的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符合相关性条件。滞后三

期的数字乡村建设与当期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甚微,具备外生性特征。选用IV-2SLS
法对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再检验,结果见表4中列 (2)— (3),
可见,通过KleibergenPaaprkLM检验、Cragg-DonaldWaldF检验、HansenJ检验的结果表明工

具变量合理。通过列 (3)可知,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乡村建设依然可以促进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效果具有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障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再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SBM
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记为gtfp),并重新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结果见表4中第 (4)列。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向,结果没有发

生实质性变化。第二,删除四个直辖市和青海、宁夏、西藏样本。因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

直辖市城乡界限并不明显,农业功能并不集中在生产,且拥有厚实的数字基建基础,而青海、宁

夏、西藏地区畜牧业占比较高,与其他省份的情况有所差异,因此,剔除直辖市和青海、宁夏、西

藏样本后再检验,结果见表4中第 (5)列。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向,结

果没有根本性变化。因此,数字乡村建设对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具有稳健性。
(四)影响机制检验

1.数字乡村建设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把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绿

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见表5
中列 (1)— (2)。由列 (1)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向,但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尚不能促进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究其原因,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具备数

字素养的人力资本支撑。当前,农业经营主体仍以小农户为主,小农户的数字素养相对较弱,加上

现代化农业交易市场不完备、土地流转成本居高不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小农户主动利用数字乡村

建设的红利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力较弱,因而,数字乡村建设对绿色技术效率的作用尚未发

挥出来。由列 (2)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反映了数字乡村

建设可以带动绿色技术研发升级、促进绿色技术推广加速,提高农业经营主体新技术应用的积极

性,驱动绿色技术进步。因此,假设1a未获得证实,假设1b获得证实。

2.资源要素错配的中介效应。通过理论分析假设,数字乡村建设可以缓解资源要素错配,而

缓解资源要素错配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需要进

一步检验。为此,在式(7)—(9)的基础上进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中列(3)—(7)。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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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eff tech gtfp lan kap lab gtfp

dig
0.269 0.397*** 0.425*** -0.107** -0.231*** -0.278*** 0.338***

(0.215) (0.027) (0.027) (0.053) (0.016) (0.021) (0.013)

lan
-0.135*

(0.068)

kap
-0.127***

(0.085)

lab
-0.154***

(0.01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2.459*** 1.437*** -2.359*** 1.655*** 0.301*** 2.078*** -1.757***

(0.038) (0.118) (0.743) (0.305) (0.065) (0.319) (0.53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R2 0.372 0.492 0.579 0.327 0.436 0.468 0.587

展示了在控制了时间、省份效应后数字乡村建设对土地资源错配 (lan)、资本资源错配 (kap)、劳

动力资源错配 (lab)影响的估计结果。通过列 (4)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系

数显著为负向,且在列 (7)中土地资源错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向,
表明土地资源错配起到了中介作用。通过列 (5)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资本资源错配的拟合系数

显著为负向,在列 (7)中,资本资源错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负向,说

明资本资源错配也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样地,对比列 (6)和列 (7)可知,劳动力资源错配也具有

中介作用。对比列 (3)和列 (7)发现,在纳入资源要素错配变量前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拟合系数均为正向,且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列 (7)中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拟合系数

0.338明显小于列 (3)中的系数0.425,这说明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

制中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采用Boot-
strap法和Sobel法检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在Bootstrap检验中土地、资本、劳动力三种资源错配

的95%的置信区间中均未涵盖0;在Sobel检验中三种资源错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土地资源

错配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29%,资本资源错配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比为6.82%,劳

动力资源错配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比为10.11%,这进一步说明三种资源错配的中介影响作用是显著

的。溯其根源,对土地资源错配而言,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在土地规划、管理、监测等

全流程渗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资本错配,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基建的延伸,突破了资本的空间约束,促进农业实体经济与

数字经济融合,激活闲置的休克资产,激发其向数字资本转化的活力,典型的如沉浸式线上休闲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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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等数字化农业模式。对劳动力资源错配,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

提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化水平,还可以通过其渗透效应,促进劳动力与机械动力之间的

替代,提高对高技能水平的人才需求,形成引力效应,降低劳动力资源错配。由此,数字乡村建设

可以通过抑制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而释放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助推器”作用,因而,假设2、假设3、假设4得到证实。
(五)进一步探讨: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侧重考查平均效应,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区位地势、资源禀赋、农业经济水

平、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进一步从区域划分、地理区位、粮食功能区等

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1.东、中、西部区域划分的异质性。根据区域划分,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①,并分别

对东、中、西部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6中列

(1)、(2)、(3)。对比发现,东部的拟合系数为0.442,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部的拟合

系数为0.358,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西部的拟合系数为0.269,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

验。这说明,经济条件和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相较于西部,东部和中

部地区乡村的经济条件更雄厚,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备,农村地区农业经营主体数字素养更高,数字

技术溢出效应明显,科研院所和高校更密集,数字技术研发能力更强,这都有利于促进数字乡村建

设。故而,东部地区的作用程度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而西部相对较弱,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西

部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溢出普惠性与空间溢出效应获得 “后发优势”,从而缩小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

差距。

表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东部 中部 西部 北部 南部 主产区 主销区 平衡区

gtfp gtfp gtfp gtfp gtfp gtfp gtfp gtfp

dig
0.442*** 0.358** 0.269 0.317 0.498*** 0.463*** 0.372*** 0.285

(0.017) (0.179) (0.335) (0.425) (0.061) (0.024) (0.034) (0.72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191*** 2.004*** 0.165 -0.282*** -3.738*** 0.611*** 2.193*** -1.184

(0.232) (0.315) (0.738) (0.061) (0.079) (0.192) (0.362) (0.939)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21 88 132 176 165 143 77 121

R2 0.693 0.517 0.318 0.497 0.782 0.553 0.526 0.369

2.南方和北方的异质性。在 “东中西”差距呈一定程度收敛态势下,“南北”差距日益成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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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得关注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新问题,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和层次具有紧密相依

的关系,因此,以传统的 “秦岭-淮河”为南北方分水岭的划分方法[39],把样本省份分为南北方①

进行异质性考察。北方和南方检验结果分别见表6中的列 (4)、(5)。对比发现,在南方,数字乡

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拟合系数显著为正向,说明南方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助推作用已经呈现;在北方,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为正

向,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了北方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

用尚没有激发出来。究其原因,南方的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从时间上要早于北方,从速度上要快于北

方。根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2020)》统计,2013年仅有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

北、福建、江西7个省份有淘宝村,其中南方省份淘宝村数量占比为70%,到2014年,南方占比

达到了80.2%,2015—2016年,南方比例保持在82.9%;2016年之后,南方占比略有下降,到

2020年,南方占比仍然达到75.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南方省份的数字乡村建设具有先发优势,
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效能已充分释放,而北方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层次、速度、水平相

对较为滞后,需要系统推进深度挖潜才能激发出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助力作用。

3.粮食功能区的异质性。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从粮食

功能区维度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遵循农业农村部的划分标

准,把样本省份分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②,并分别进行拟合估计,结果见表6中列

(6)— (8)。比较可知,在粮食主产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拟合系数为

0.463,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粮食主销区,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向,
其大小为0.372,略小于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平衡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拟合系数也为正向,但没有

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不同粮食功能区之间的非均衡特征,反映了粮食功能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

“数字鸿沟”,特别是粮食平衡区与粮食主产区之间。其合理的解释为,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划分本质

上是区域关系和人地关系调整的结果[33],而运行中产生了 “北粮南运”等现实问题,这不仅会增

加北方的粮食主产区省份的环境承载力负担,也对主销区粮食流通效率提升和粮食损耗成本减少等

领域带来新挑战,而数字乡村建设依附于数字技术,可以实现精准化生产、智能化运营、高精度服

务,能在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的同时降低损耗成本,促进粮食产业兴旺,带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
由此,假设1进一步获得证实。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指标体系,将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

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从直接、间接、异质性等多个维度探究数

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得出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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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南方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西、海南,
共15个省份。北方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河南、山东、甘肃、西

藏、青海、西藏,共16个省份。
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粮

食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粮食平衡区包括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参见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 (2016—2020年)》,网址:ht-
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tz/201604/t20160428_5110638.htm,访问日期:2023年4月2日。



1.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考虑了变量选择误差、内生性

处理、替换被解释变量、删除四个直辖市和青海、宁夏、西藏样本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

成立。

2.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对绿色技术

效率尚没有发挥其驱动效能。

3.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抑制资源要素错配,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抑制土地资源错配、资本

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而释放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助推器”作用。

4.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区划层面,东部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

推动作用最强。在地理区位层面,南方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更强。在粮食功能区层面,粮食主

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更为突出。
(二)政策建议

1.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深度夯实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立足新基建,筑巢引凤,切实

扩大5G网络的乡村覆盖范围,提升对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对口服务水平,全面推进农村电网

改造升级,深入推进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不断完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立足各地的资源禀赋条

件,打造适合当地农产品特色的融生产、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立足数字技术,提高

农业数据存储、处理、匹配能力,提升数据算力,打造农业田间管理的多样化场景,推动农业绿色

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2.稳步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切实提高农业绿色技术效率。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突破农业关键领

域的绿色核心技术,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需要推进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精准施肥、病虫害联合防治、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深耕细作,提高农业机

械的数字化升级,提高绿色技术效率。鼓励多种方式创新土地资源规模化流转渠道,促进规模效率

提升。同时,需多管齐下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强化面向农民的农业数字化生产相关培训

服务,转变传统生产观念,引导有能力的青年返乡投身农业新业态,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

3.深入挖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资源要素错配的缓释效能,大力提升农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效率。在土地资源配置方面,借力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土地资源的总量、耕地占比平衡、用途使

用等进行可视化的管理与监督,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减少土地流转交易成本,盘活农村闲置土

地资源。在资本资源配置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闲置资产的融合,促进其向资本化转化;扩大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产业链的覆盖范围,降低农业资本资源配置门槛;通畅农产品供需信息对接渠

道,缩短农业资本存量的变现周期,鼓励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优化农村资本配置效率。在劳动力

资源配置方面,加大数字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存量农村劳动力数字素养;完善农村农业配套设施建

设,拓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渠道,提高农业生产数字化程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要

素自由流动,引流高数字素养的人才资本,拓宽农村增量劳动力来源,改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

4.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非均衡特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在东部、南部、
粮食主产区等具有领先优势的区域,既需加快数字化农业场景打造和迭代升级步伐,提高优质数字

要素资源向乡村渗透力度,深化传统农业实体经济与数字虚拟经济融合的深度,也需极力发挥其在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注重与后进区域的跨域合作与交流,推动区域数字乡村建设协同发

展。中部地区、粮食主销区则应充分把握赶超经验,稳步推动数字经济在农业全产业链的深度融

合,借力数字技术打通农业、加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经营边界,降低农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促生数

字农业新模式。西部地区、北部地区、粮食平衡区等应充分利用 “东数西算”、国家新基建等政策

红利多渠道追赶,积极推动构建东西、南北、粮食主产区与平衡区之间的数字乡村合作平台,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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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G网络、物联网等信息网络的覆盖深度,激发后发之势及追赶效应,缩小区域间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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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RuralConstruction,MisallocationofResourceElements,
and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

GUOHai-hong

Abstract:Thedeepintegrationofdigitalruralconstructionand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isanew
drivingforceforpromotinghigh-qualityagriculturaldevelopment.Selecting31provincialpaneldataof
Chinafrom2011—2021,thispaperbuildsanevaluationsystemofdigitalruralconstructionandagricul-
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toanalyzetheimpactofdigitalruralconstructiononagricultural
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anditsmechanisminamulti-dimensionalway.Researchhasfoundthat
theconstructionofdigitalruralareascandirectlyimprove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or
improve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bydrivinggreentechnologyprogress.Itcanalsoindi-
rectlyimprove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byalleviatinglandresourcemismatch,capital
resourcemismatch,andlaborresourcemismatch.Theheterogeneityoftheimpactofdigitalruralcon-
structionon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isobvious,andthepositivedrivingeffectofdig-
italruralconstructionintheeasternregion,southernregion,and majorgrainproducingareasis
strong.
Keywords:digitalruralconstruction;misallocationofresourceelements;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
to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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